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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競選廣告是選舉時不可或缺的策略，好的競選廣告可以幫助廣告贊助候選人提升形

象，且能降低競爭對手的支持率。然而學者對於不同競選廣告的效益卻沒有一個共識。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透過不同競選廣告類型（正、負面廣告）來了解，不同廣

告的可信度對於候選人的品牌權益（知覺品質、品牌形象）及投票意願間的因果關係，

此外本研究也分析不同廣告策略對於廣告贊助候選人品牌權益及投票意願的影響效果。

本研究以北區數所大學學生為例，共取得 488 份問卷（242 份為正面形象廣告，246 份為

負面攻擊廣告）。經 LISREL 分析，研究結果顯示：不管在正面或負面競選廣告，廣告可

信度、候選人的品牌權益及投票意願之間的關係均呈顯著正向線性關係。然而在廣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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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度對投票意願方面，正面廣告呈現不顯著但負面攻擊廣告為負向顯著。至於競選廣告

類型對品牌權益影響方面，正面形象廣告對於廣告贊助候選人的品牌權益有較高的效

果，且可以獲得較高的投票意願。 

關鍵字：廣告可信度、競選廣告策略、品牌權益、投票意願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dvertising  
Believability”, “Brand Equity”(Perceived Quality and Brand Image) and “Willingness to Vote”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of political advertisings (positive and negative political 
advertising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also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advertising strategies 
upon “Party Identification”, “Brand Equity” and “Willingness to Vote”. The responses of 488 
college students (242 positive and 246 negative) had drawn from several universities of northern 
Taiwan.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dvertisings show that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dvertising Believability”, “Brand Equity” and “Willingness to Vote” have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linear relationships through LISREL.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vertising 
Believability” and “Willing to Vote” is not significant in positive advertising, but the negative 
advertising shows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vertising Believability” and 
“Willingness to Vote”. Besides, sponsors can increase more “Brand Equity” and “Willingness to 
Vote” from positive advertisings than using negative advertisings.  

Keywords: Advertising Believability, Political Advertising Strategy, Brand Equity, Willingness 
to Vote 

 

壹、前言 

品牌權益（Brand Equity）在商業實務及學術研究上一直被視為是一個很重要的概念

（Lassar, Mittal, & Sharma, 1995）。所謂的品牌權益是品牌資產被適當的策略應用下所產

生的利益，再扣除品牌負債後所得到的淨利得（Aaker, 1991），因此品牌權益越高，消費

者的購買意願就越高。而近年來有越來越多的研究將政治人物視為一種品牌，以行銷的

概念探討政治人物的選舉策略，進而了解如何增加選民對其投票意願（Lock & Har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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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O’Cass, 1996；Needham, 2006；Reeves, Charnatony, & Carrigan, 2006）。因此政治

人物就如同商品一樣擁有品牌權益（鄭自隆，2004），而須了解如何妥善管理自身的品

牌權益（Thomson, 2006）以增進選民對其投票意願。影響品牌權益的因素很多，廣告是

一項非常重要的因素（Keller, 1993）。適當的廣告能增加產品的品牌權益（Sriram, 
Balachander, & Kalwani, 2007）。同樣的競選廣告也被視為是在選戰中可以加強選民對

候選人知覺的一項有用武器（張卿卿，2002a）。因此在競選期間候選人無不希望透過競

選廣告或是文宣，來強化原有支持者堅定的態度且吸引中間選民關愛，甚至透過廣告效

果來轉移原先敵對陣營的支持者以獲得最後的勝選。 

自 1989 年開放報紙供候選人刊登競選廣告，台灣已經進入競選廣告掛帥的選舉年

代。在歷屆的選舉當中，不管是正面歌誦候選人本身能力與人格特質的正面形象廣告，

抑或是攻擊競爭對手施政表現或人格缺失的負面廣告都在選戰策略當中佔有一席之地。

正面形象廣告是期望能藉由廣告訊息的內容將自己正面化、神聖化，而讓選民喜愛，以

達到形象強化以及鞏固選票的目的（鈕則勳，2005）。而負面廣告則是藉由攻擊對方的

行政疏失、形象甚至是道德來使對方負面化，進而損失選票。然而錯誤的形象廣告並無

法提升候選人的支持度，或過度的使用負面廣告會因無法提供正確的訊息，使消費者選

擇忽視此類廣告，進而流失消費者及降低本身的品牌權益（Gerry, 1995）。因此在選戰當

中該選擇何種類型的競選廣告是每一個候選人所必須要了解的重要課題。然而在台灣的

競選廣告研究方面，大多是以內容分析為主（鄭自隆，1995），較少有學者研究候選人

採用不同廣告策略的影響效果（張卿卿，2002b），亦沒有研究探討不同文宣策略對候選

人品牌權益的影響程度。而根據 Mackenize, Lutz, and Belch（1986）所提出之情感移轉假

說（affection transfer hypothesis）認為消費者對於廣告的態度會直接影響到對於該品牌的

態度，且會影響到消費者對該產品的購買意願。因此本研究將依據情感移轉假說為基礎，

來分析選民對候選人所提出之正、負面競選廣告的信任度是否會影響其對候選人品牌權

益的知覺？而選民對候選人所形成的品牌權益知覺是否會影響其投票意願？此外，也將

藉由文獻回顧及整理有關候選人的品牌權益來源，以分析各項來源對於選民投票意願之

影響，以探討各政黨在進行候選人提名作業及輔選時，如何藉由候選人本身的特質以提

高投票率及勝選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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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一、品牌權益 

品牌權益是一個產品藉由某些特質如品牌名稱，來增加他的效用及價值（Park & 
Srinivasan, 1994）。因此學者認為品牌權益是企業的資產，使其處於有利的定位，獲得持

久性的競爭優勢與達到良好績效（陳振燧、張允文，2001）。此外品牌權益也可以增加

品牌選擇的可能性、提高消費者願付的溢價以及增加行銷溝通的效率（Yoo, Donthu, & Lee, 
2000）。 

而品牌權益的來源，Aaker（1991）認為品牌權益是由五個構成要素所組成，包括：

品牌忠誠度、品牌知名度、知覺品質、品牌聯想及其他專屬的品牌資產（如專利權、商

標及通路關係。Keller（1993）則認為，品牌權益的來源是消費者對於品牌知名度與品牌

形象間的認知差異。而 Thode and Maskulka（1996）修正 Aaker 及 Keller 有關品牌權益的

模式，提出品牌權益應該包括，品牌形象、品牌聯想、品牌熟悉度及知覺品質。由以上

可知在有關行銷的文獻當中，品牌權益可以被區分為消費者知覺（包括，知曉、品牌聯

想、知覺品質）及消費者行為（品牌忠誠、願意付較高的價錢）兩類（Cobb-Walgren, Ruble, 
& Donthu, 1995）。 

然而品牌的概念不一定只能應用在產品和服務上，人物或組織也可以視為品牌。不

同的公眾人物，如政治人物、藝人及職業選手，都在某種意識上取得大眾的贊同和接納，

並且透過傳達強力和為人知的形象來獲益（Keller, 1993）。而名人被視為是一種品牌的

概念在選舉當中最容易被發現。候選人的訊息、公眾的形象及背書等都由專業顧問或是

政黨所控制，以期望能提升選民對候選人的知覺品質和品牌形象來增加投票結果的市場

佔有率（Simon, Gilgoff, & Samuel, 2004）。因此，政治人物也被視為與消費性商品一樣，

要完成行銷策略及促銷活動來使他們增加較多的市場佔有率，故越來越多的選舉活動被

拿來與行銷的活動相比較（O’Cass, 1996）。因此鄭自隆（2004）便認為，政黨或候選人

對選民而言當然是一種可選擇的品牌，故可以形成品牌權益。 

雖然學者認為品牌權益的概念可以應用到候選人身上，然而卻沒有一套關於候選人

的品牌權益指標，因此本研究將針對國內外文獻有關評估候選人的標準，再參照品牌權

益的指標，發展出屬於候選人的品牌權益指標。在國內外有關選舉的研究當中，評估候

選人的指標有很多，如：問政品質、服務品質、從政經歷、形象、操守、個人特質、施

政能力、出身背景、信賴感、給人舒服的感覺（Page & Jonse, 1979；Flanigan & Zing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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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Miller, Wattenberg, & Okasana, 1986；陳世敏，1992；胡佛、陳德禹、陳明通與林

嘉龍，1993；游清鑫，2003；鄭夙芬、陳陸輝與劉嘉薇，2005；黃秀端，2005）等。而

有關台灣人民心目中理想候選人的研究發現，多數的民眾心目中理想候選人的內涵主要

是集中兩方面：與政治有關的個人屬性，如能力、經驗與政治風格；以及與政治無關的

個人屬性，如品德、經驗與個人背景等（游清鑫，2003）。若以品牌權益的觀點來看候

選人，這些指標較為類似相關學者所提出之「知覺品質」及「品牌形象」的觀點（Aaker, 
1991；Cobb-Walgren et al., 1995；Thode & Maskulka, 1996)。 

知覺品質是消費者知覺產品或服務的整體品質及優越程度（Aaker, 1991）。因此 Grewal, 
Monroe, and Krishnan（1998）認為消費者對於產品的知覺品質越好，則其對產品的知覺價

值便會提高，而高知覺價值便會提高消費者對此產品的購買意願。因此 Aaker（1991）認

為知覺品質是品牌權益的核心。而選民作投票決策時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對候選人的評價

（Markus & Converse, 1979）。以候選人為中心最常出現的評估準則是，候選人過去的經驗、

能力、智慧與對問題的理解度等面向（Miller et al., 1986）。這些構面也類似於消費者評估

產品品質的面向如可靠、績效、服務能力等（Dodds, Monroe, & Grewal, 1991），因此本研

究以知覺品質作為評估候選人的第一個指標。 

品牌形象是消費者根據每個品牌的屬性所發展出的品牌信念，而由品牌信念所組成的

品牌形象，可用以識別賣方的產品或服務，且可區別競爭者（Kolter, 1988）。此外品牌形象

是消費者對某產品的名聲和信譽的評價，因此品牌形象是消費者評估產品的一個重要指標

（李奇勳，2007）。故品牌形象被認為是品牌權益一個不可或缺的組成要件，且被廣泛的使

用在品牌權益的研究架構裡（Kayamon & Arasli, 2007）。相同的，形像越佳的候選人其聲譽

和評價就越高，就越容易獲得選民的親籟，因此國內外許多研究發現，形象是選民評估候

選人的一大考量因素（Miller et al., 1986；陳世敏，1992；劉念夏，1996；黃秀端，1996，

2005）。因此本研究將品牌形象作為評估候選人的第二個指標。而 Simon et al.（2004）也同

樣認為這兩構面會是影響選民投票意向的重要指標。故本研究將以「知覺品質」及「品牌

形象」作為衡量候選人品牌權益的構面。下表為評估候選人指標與品牌權益指標之對照表

（表 1）。 

二、廣告可信度與品牌權益之關係 

消費者對於品牌價值的知覺有很多面向，廣告是一個最重要的來源（Ryan, 1991）。廣

告能夠提供消費者記憶裡正的品牌評估及態度（Farduhar, 1990）。而消費者受廣告刺激（如

電視、看板、雜誌、報紙廣告、網路廣告）之後，這些刺激中的某些屬性會被消費者擷取，

並依據消費者認知的方式形成本身對產品的心理意義（Friedmann & Zimmer,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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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評估候選人指標與品牌權益指標之對照表 
候選人特質 評估候選人指標 品牌權益指標 提出之學者 

候選人品質 可靠、服務品質、能

力、整體問政品質、從

政經歷 

知覺品質 

候選人形象 品德操守、個人背景、

清廉、感覺舒服 

品牌形象 

陳世敏（1992）；胡佛等（1993）； 

游清鑫（2003）；鄭夙芬等（2005）；

黃秀端（2005）；Page & Jonse（1979）；

Flanigan & Zingale（1998）；Miller et al.

（1986） 

 
Cobb-Walgren et al.（1995）認為廣告不僅會影響品牌的知覺品質且可以影響消費者的

使用經驗。Stigler（1968）提出廣告能提供客觀特質的訊息，如價格、實體特徵等線索來影

響消費者的品牌聯想。由以上可知，廣告是影響品牌權益的一個很重要因素（Kirmani & 
Zeithaml, 1993）。 

一個廣告的接受度高不高，在於消費者認為其可信度的高低，以此作為是否接受廣告

所傳達訊息的評估指標。而廣告可信度是在於，此廣告是否能喚起消費者對其信心的程度

（Beltramini, 1988），可信度越高，消費者對其購買的意願就更高。Mitchell and Olson （1981）

認為消費者對於廣告的態度會影響其對品牌的態度。此外在 Lutz and Swasy（1977）所提出

的認知結構／認知反應模式（Cognitive Structure/Cognitive Response Model）中，認為若消

費者愈喜歡該廣告，則他對品牌的認知情況就愈佳，故廣告態度與品牌認知會呈現正向關

係。Edell and Burke（1987）所提出的廣告態度模型理也強調，消費者接觸廣告之後，會形

成各種的情感性反應和認知判斷，而這些反應與判斷會影響消費者對廣告的態度及品牌的

信念，最後廣告態度與品牌信念會影響消費者對品牌的態度。而情感轉移假說（Affect 
Transfer Hypothesis）也將廣告的態度與品牌態度之間定位為一直接的單向關係，且是由廣

告態度影響品牌態度（Mackenize et al., 1986）。 

在選戰的過程當中，候選人本身就是廣告的品牌，而他的理念以及政見就像是品牌的

定位與概念，且藉由競選廣告來傳達候選人的問政目標、政見給予其鎖定的目標選民。因

此，選民可以透過競選廣告來認識候選人、候選人也藉此建立知名度以期望選民能進一步

的了解候選人，以及建立對其信任感而藉此催出選民的投票支持（鈕則勳，2005）。因此在

選戰的過程當中，候選人可以藉由競選文宣的方式來逐漸改變候選人的形象，如 1998 年台

北市市長選舉馬英九陣營藉由廣告的強力播送，逐漸改變民眾對馬英九的認知，而增加了

馬英九的本土色彩（鄭自隆，2004）。相同的，競選廣告也可以塑造候選人值得信任的能力，

如 2000 年總統大選陳水扁陣營以改革魄力為方向，在文宣中強調打擊黑金、活力政府、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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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共治等議題，成功的將候選人定位為「政治現狀的改革者」以強化選人對其能力的信賴

（鄭自隆，2004）。因此，由以上的文獻可以得知，候選人的競選廣告就如同一般商品廣告

一樣，越能獲得消費者（選民）的認同，就越能增加本身的品牌權益。因此經由以上的文

獻推導，本研究的假設一及假設二如下。 

假設一：競選廣告的可信度對候選人知覺品質成正向影響關係 

假設二：競選廣告的可信度對候選人品牌形象成正向影響關係 

三、品牌權益與投票意願之關係 

在有關選舉的研究當中，候選人因素的研究到 1970 年代才開始盛行，而許多實證研究

中也都顯示候選人因素在選舉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鄭夙芬等，2005）。Kelley and Mirer
（1974）認為，選民在選舉過程中會將對於候選人的正向及負向的資訊予以加總，以加總

的總合來評估要投給哪位候選人，而對於候選人沒有特別喜好度時才會以個人所認同的政

黨為投票依據。此兩學者所提出之想法也與品牌權益的概念不謀而合，因此候選人在選民

心中品牌權益分數越高，就越能獲得青睞。在 1970 年代的美國，政黨認同的影響力逐漸降

低，使得候選人本身的因素在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漸漸受到重視。因此在選民對民主黨認

同大於共和黨的時代，雷根卻接連兩次總統大選都以壓倒性的勝利擊敗了對手，顯示在美

國候選人因素已漸漸的開始影響選民的投票意願。我國的選舉研究當中，胡佛等人在 1993
年的研究顯示，選民以候選人特質（指候選人的成就、品德、學識、風度等）為投票考量

高達 70%。而在其他近期有關選舉的研究中也可以發現，候選人的能力（包括學識、聰明

才智）、效率（包括領導能力、激勵人心及作事情）、廉正（包括品德與誠實）及移情（同

情心及關心平民）（鄭夙芬等，2005）等面向已逐漸成為選民選擇候選人的重要參考指標。

由以上研究可知選民對於候選人行政能力、服務效能及整體問政信賴程度的知覺評估是非

常重視的，因此候選人給予選民的知覺品質將會是選民評估的一樣重要指標。 

而除了選民對候選人的知覺品質指標之外，候選人的形象問題也是一項重要的評鑑指

標。陳義彥（1995）針對 82 年全省縣市長選舉研究中顯示，候選人形象是決定選民投票的

最重要因素。王業立（1993）以第三屆立法委員的選舉結果所做的研究提出，選後的民調

顯示選民投給候選人的主要原因以候選人取向的因素占 57%（個人條件好 36%、親友推薦

5%、本身認識 4%、地緣因素 2%、過去表現 13%），政黨因素僅占 13%。因此每次選舉候

選人都會使用許多的形象廣告來形塑優質的形象，以吸引選民的認同，選民只要對候選人

的形象認同度越高，則其對候選人的投票意願也就越高。因此有關研究便發現，選民比較

注重候選人的評價，亦即評估候選人是否有能力實踐競選諾言，品格操守是否值得人民信

賴，是否真正的了解人民的需求（傅明穎，1998）。經由以上的文獻推導可知，候選人給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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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知覺品質與形象會是影響投票意願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的假設三及假設四如下。 

假設三：選民對候選人的知覺品質與投票意願成正向的影響關係 

假設四：候選人的品牌形象與投票意願成正向的影響關係 

四、廣告可信度與投票意願之關係 

廣告的目的就是要將產品的訊息告知消費者，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決策（廖森貴、鄧筱

羚，2003）。獨立影響假說（Independent Influence Hypothesis）認為消費者對廣告的態度會

直接影響到其對產品的購買意願（Mackenize et al., 1986）。因此如何提升廣告的影響力是許

多業主關心的課題。相同的，政治廣告也是候選人吸引選民的重要策略。政治廣告是候選

人或政黨透過大眾傳播媒介，購買來向選民或大眾傳達政治訊息，進而影響選民的政治態

度、信念或是行為。因此，競選廣告所欲達到的效果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企

圖提高選民對候選人及政見認知的「認知效果」；其次為透過競選文宣讓選民產生好感的「情

感效果」；最後才是所有候選人所希望產生的「行為效果」以促進選民投票的意向（Kaid, 
1981）。成功的政治廣告在國內外多次選戰中展現出吸引選票的效果，Joslyn（1981）的研

究證實政治廣告是影響選民投票的第三重要因素。如 2001 年立委選舉時，民進黨提出一系

列「在怎麼野蠻的廣告」讓民進黨的廣告印象在民眾心中造成深遠的影響，成功的「為國

民黨定位」（鈕則勳，2003），也讓該次的國民黨立委選舉損失不少席次。因此一個具有可

信度的競選文宣可以增加選民的投票意願。經由以上的文獻推導，本研究的假設五如下。 

假設五：競選廣告的可信度對選民的投票意願成正向影響關係 

五、競選廣告種類對品牌權益影響之關係 

過去研究發現，電視廣告可以降低選民在決策時的不確定感，且能提供選民認為有用

的資訊（Atkin, Bowen, Nayman, & Sheinkopf, 1973）。因此，競選廣告會影響選民決策時的

主觀感受，並促使她們作出最後的決定。尤其是對尚未決定要投票給誰的選民，競選廣告

會給予選民產生主觀上的確定性，所產生的影響效果會更加的顯著（張卿卿，2002a）。 

而競選廣告的類型，有越來越多的研究將競選廣告分為正面廣告與負面廣告（鈕則勳，

2007）。因此本研究的廣告類型也將區分為正面廣告與負面廣告兩類。正面廣告的功能在於

能夠促進候選人的名子認知，使候選人的能力和候選人特質結合，強化與選民之間的同質

性，發展候選人的英雄形象，同時也可以透過候選人的背景、成就、人格或特徵來界定候

選人，以增強其在支持者間的正面情感（Trent & Friedenberg, 1995），因此正面形象廣告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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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期望的是影響中間選民的投票傾向，然後才對基本盤發揮固票的效果，根據研究顯示正

面形象廣告較負面攻擊性廣告的確能引起中間選民的認同（鈕則勳，2005）。因此紐則勳

（2002）針對 2000 年總統選舉的研究當中便發現，使用正面形象廣告比負面攻擊廣告對中

立以及游離選民投票意向的影響較大。然而 Kellermann（1989）認為當選民在進行候選人

喜好度評估時，負面訊息對於選民個別印象的形成與知覺的影響比重會大於正面訊息。因

此便有學者提出，負面廣告在記憶上會比正面廣告還要好，特別是對於那些接近投票日才

開始思考要投給誰的選民，負面廣告的記憶效果對他們的投票意向會有很重要的影響（張

卿卿，2000）。以由上文獻推論可知，不同的競選廣告類型使選民對於候選人的觀感、知覺

的影響效果不同。因此本研究作出以下的假設，假設六如下。 

假設六：正負面競選廣告對廣告贊助候選人的品牌權益有不同的影響效果 

參、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前述的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的推導結果，提出圖 1 的實證研究架構。本研

究將以不同競選廣告策略來探討競選廣告可信度、品牌權益、投票意願之間的因果關係。 

二、研究變數的操作型定義及衡量 

以下將針對本文的三個研究變數－「廣告可信度」、「品牌權益」和「投票意願」進行

操作型定義及建立量表衡量指標。 

(一) 廣告可信度 

本變項將用來檢測受試者對於其閱讀之廣告所具有的效果。此構面題項是參考

Pinkleton（1998）、Swasy and Munch（1985）及 Wood, Kallgren, and Preisler（1985）等學者

所發展出有關廣告可信度與說服力之量表來修改，修正後問項為：「我覺得此廣告是很公正

的」、「我覺得此篇廣告是很公平的」、「我覺得此篇廣告內容是可相信的」、「我覺得這篇廣

告的說服論點很強」、「我覺得這篇廣告的說服論點很有邏輯性」、「我覺得這篇廣告的說服

論點是有事實證明的」、「我覺得這篇廣告的消息來源具有可信度的」、「我覺得這篇廣告對

於提供選選人的資訊是足夠的」。此部分問項共 8 題。將採取 Likert 5 點量表進行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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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文實證架構 

 
(二) 品牌權益 

因為文獻上並沒有針對個人所發展出來的品牌權益指標，因此本研究將針對陳振燧與

洪順慶（1999）、胡佛等（1993）、陳世敏（1992）、游清鑫（2003）、Aaker（1996）、Keller
（1993）及 Yoo et al.（2000）等學者所提出有關商品的品牌權益指標及候選人相關特質作

調整。測量方式是探討受測者對於廣告中候選人的「知覺品質」、「品牌形象」等面向的態

度。在「知覺品質」方面題目包含：「我認為這位候選人是可靠的」、「我認為這位候選人的

服務品質會是很好的」、「我認為這位候選人的能力是很好的」、「我認為這位候選人的整體

問政品質是良好的」、「我認為這位候選人的從政經歷是很好的」。而「品牌形象」：方面的

量表項目包含「我認為這位候選人的品德操守是良好的」、「我認為這位候選人擁有很好的

個人背景」、「我認為這位候選人是很清廉的」、「這位候選人給我很舒服的感覺」。共 9 題，

同樣是採取 Likert5 點量表進行測量。 

(三) 投票意願 

此部分將衡量受試者觀賞廣告後對候選人是否有投票意願。本研究修正 Dodds et al.
（1991）有關購買意願的量表，修正後量表為：「這位候選人對我是很有吸引力的、「如果

我想去投票，我會考慮投給這位候選人」、「若我親戚朋友想投票，我會推薦他投給這位候

選人」。共 3 題，亦採取 Likert 5 點量表進行測量。 

三、研究方法及樣本 

在台灣因為藍綠對決的氣氛過於狂熱，因此對於真實的政治人物，受訪者會受先前的

知識以及態度所影響（陳憶寧，2001），故採用真實候選人的廣告將會使受訪對象只針對此

廣告可信度 

品牌形象 

投票意願 
知覺品質 

競選廣告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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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的觀感來填答，而非針對此廣告內容效果作答，如此勢必會影響到本研究的廣告效

果。為避免採取真實候選人所形成的偏誤，本研究將以虛擬候選人採用不同的正負面廣告

策略，來了解選民在閱讀競選廣告後對候選人的品牌權益及投票意願有何差異。而在相關

的文獻當中也可以發現使用虛擬候選人的研究（Gitelson & Gitelson, 1980；Pinkleton, Um, & 
Austin, 2002；陳憶寧，2001）。 

本研究以大學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原因在於台灣的大學生沒有政黨認同傾向的比例

高達 61.9%（彭芸，2004）。故政黨認同的因素在年輕的學生族群並無法成為唯一的投票依

據。此外學生族群平常對政治及公共事務的涉入程度較低（Garramone, 1974），當選民涉入

程度較低時，政治廣告較能發揮其影響力（Kaid, 1981）。因此，在每次選舉時學生族群會

因為受某位候選人的廣告、政見或其他外部線索而投給該位候選人。而在有關政治廣告對

選民影響的研究當中，許多學者也都採取大學學生為研究樣本（Garramone, 1974；Pinkleton 
et al., 2002；Yoon, Pinkleton, & Ko, 2005），所以學生是很適合研究的群體（Pinkleton et al., 
2002）。 

四、廣告刺激訊息設計 

由於本研究以探討正負面競選廣告對候選人的品牌權益的影響，所以在廣告刺激訊息

上設計以「正面廣告」及「負面廣告」兩種廣告類型，而「負面廣告」以「形象攻擊」為

廣告訴求方式。正面廣告強調候選人本身過去在從政經歷上的優良表現，且條列出其在從

政的幾年間媒體所做的民調上所獲得民眾的高滿意度。而負面形象廣告則是攻擊對手的清

廉度，強調對手在從政的過程中所涉及對於公營行庫超貸案，且指控對手ㄧ再說謊。在本

研究中，假定兩位縣長候選人（以下以 A、B 兩位候選人代稱）為廣告中的攻擊者及被攻

擊者來進行廣告設計，本研究採取平面廣告的形式來進行。 

候選人的假想背景設計方面，本研究假設 A、B 兩候選人年齡都介於 45-50 歲，教育

程度都是博士學位，都曾任立委，具備良好的從政經歷。兩位候選人的人口變項的操作極

為相似，以避免候選人某項特質而影響本研究的廣告效果。在兩則廣告刺激中統一 A 候選

人為廣告主候選人（攻擊者），B 候選人為目標候選人（被攻擊者）。 

五、研究對象與抽樣方式 

本研究將以便利抽樣的方式選擇北區大學生為研究的對象。選擇北區大學生為研究對

象的原因在於，相關研究顯示北區的大學生對於政治功效意識（內在政治功效意識、外在

政治功效意識）與政治參與（正規參與、非正規參與）的程度都比非北區大學學生還要高，

亦即北區大學學生對於公共事務的涉入與參與程度較為多元，使得個人較具有自我評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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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能力（陳陸輝、黃信豪，2007），因此較為適合做為本研究的樣本。問卷的收集過程方

面，本研究先利用便利抽樣的方式抽取北區數個大學之班級進行調查，問卷施測前先利用

電話與授課教師進行連繫並告知施測的內容，獲得同意後即在特定的時間進行班級的團體

施測。為求抽樣之正確性及公平性以及減少可能會干擾研究結果的因素，本研究再以隨機

指派的方式將兩份問卷中的其中一份給予受訪者填寫。而此兩份問卷的內容都是一致的。 

六、問卷前測 

為使本問卷更加嚴謹，本研究先以北區某大學法律系學生作為前測樣本，共回收有效

問卷 93 份。本研究根據 Cronbach’s α 來衡量各問項間是否具有內部一致性，研究結果發現，

廣告可信度（0.9096）、候選人知覺品質（0.8489）、候選人品牌形象（0.8087）、投票意願

（0.9156）等四個構面的問項間的 Cronbach’s α 都明顯大於 0.7，由此可知本問卷題目具有

良好之信度。 

肆、研究結果 

一、樣本分析 

在抽樣之樣本數方面，正面廣告共計發出 273 份，共回收有效問卷 242 份，回收率為

88%。負面廣告共計發出 273 份，共回收有效問卷 246 份，回收率為 88%，受測者基本資

料整理如表 2。 

二、信度與效度 

本研究問卷的信度除了正面形象廣告的品牌形象此構面信度較低外，其餘皆大於 0.8，

故所有衡量構面皆符合信度標準（Nunnally, 1978）。此外，本研究也將利用驗證性因素分析

（CFA）來進行研究模式的信、效度檢測。在建構信度方面將由 CR 值來分析，而 Raines-Eudy
（2000）認為組合信度大於 0.5 即可，本研究除正面廣告的品牌形象構面未達標準外其餘

構面皆符合。表 3 為本研究兩份廣告單所得之信度分析結果。 

在效度方面，本研究主要探討收斂效度與區別效度。收斂效度是由完全標準化系數的

顯著性來判斷，若各係數之 T 的絕對值大於 1.96 即表示具有收斂效度（Fornell, 1983）。本

研究各題項中的最小的係數值為 4.71＞1.96，因此本研究具有收斂效度。區別效度分析是

檢測任兩潛在構念間相關係數的信賴區間，若兩項構念間相關係數加減 1.96 個標準誤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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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受測者基本資料 

  正面廣告 負面廣告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男 122 0.504 144 0.585 性 

別 女 120 0.491 102 0.414 

泛藍（國民黨、新黨、親民黨） 68 0.280 72 0.290 

中間選民 129 0.533 127 0.516 

泛綠（民進黨、台聯黨、建國

黨） 
19 0.078 17 0.069 

政
黨
認
同 

其他 26 0.107 30 0.121 

閩南 186 0.768 187 0.760 

客家 27 0.111 20 0.080 

大陸各省 16 0.066 32 0.130 
籍
貫 

原住民 2 0.008 2 0.008 

表 3  信度分析結果 

 Cronbach’s α 組合信度 

 正面廣告 負面廣告 正面廣告 負面廣告 

廣告可信度 0.83 0.86 0.69 0.75 
知覺品質 0.83 0.85 0.59 0.79 
品牌形象 0.68 0.80 0.47 0.60 
投票意願 0.89 0.89 0.64 0.70 

 

賴區間未涵蓋 1，則表示構念間具有差異，符合區別效度原則（Smith & Barclay, 1999），經

分析結果發現均通過此考驗。附錄一與二為收斂效度與區別效度的結果。 

三、模式適合度與研究假設檢定 

(一) 模式適合度檢定 

在通過信、效度分析之後，本研究將進行整體模式適合度之檢定，以了解整體模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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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集到資料相容度的高低。本研究根據所撰寫的 LISREL 的程式，以圖 1 的研究架構去

做檢定，依據 LISREL 輸出的報表，稍微修正程式（Jöreskog, Sörbom, Toit, & Toit, 2000），

而在知覺品質與品牌形象各自有一題的因素負荷量過低（0.38、0.25）因此此兩題項予以刪

除（題目分別為：我認為這位候選人的從政經歷是很好的；我認為這位候選人擁有很好的

個人背景）。最後篩選出適合本研究兩份廣告所收集問卷之因果模式，且內外在品質指標均

良好的最佳適配模式（圖 2 及圖 3），以作為本研究最終的模式。 

本研究研究架構之整體模式的適配度，是參照 Bagozzi and Yi（1988）、Jöreskog and 
Sörbom（1996）的意見，挑選幾項重要指標進行整體模式適配度的評估。表 4 為本研究整

體模式適配度結果。由表 4 可以發現，本研究在正面形象廣告或是在負面攻擊廣告，僅有

某些指標未達標準，但均離標準值不遠，因此本研究之整體模式適配度為良好。 

(二) 研究假設驗證 

本研究模式中，數個變數間的路徑關係，經由實證之後，其檢定結果如表 5 及表 6。 

1. 正面形象廣告 

由表 5 可知，若使用正面形象廣告，假設一：廣告可信度對候選人的知覺品質成正向

影響，假設二：廣告可信度對候選人的品牌形象成正向影響，假設三：選民對候選人的知

覺品質與選民的投票意願成正向影響，假設四：候選人的品牌形象對選民的投票意願成正

向影響及假設五：競選廣告的可信度對選民的投票意願成正向影響關係，T 值分別為 8.24、

4.42、5.88、1.99 及 0.09，故假設一至假設四成立假設五不成立。 

2. 負面形象攻擊廣告 

由表 6 可知，若使用負面形象攻擊廣告，假設一：廣告可信度對候選人的知覺價值成

正向影響，假設二：廣告可信度對候選人的品牌形象成正向影響，假設三：選民對候選人

的知覺品質與選民的投票意願成正向影響，假設四：候選人的品牌形象對選民的投票意願

成正向影響，假設五：競選廣告的可信度對選民的投票意願成正向影響關係。T 值分別為

8.89、5.47、5.65、4.65、-2.25，假設一至四成正向顯著，假設五成負向顯著。 

本研究藉由情感移轉假說來驗證，候選人是否能藉由政治廣告來觸發選民的情感，轉

變他對候選人的態度，繼而產生投票意願。研究結果發現候選人不管是採用正面形象廣告

或是負面攻擊廣告，都可以藉由提升候選人的品牌權益（知覺品質與品牌形象）來增加選

民的投票意願。此結果也符合相關文獻的結論（練乃華、留淑芳，2003）。練乃華與留淑芳

（2003）的研究發現，低涉入的消費者不管在正向心情或是中性心情，消費者對於廣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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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正面廣告線性結構關係模式 
 

圖 3  負面攻擊廣告線性結構關係模式圖 

 



44 商管科技季刊 第十卷 第一期 民國九十八年 

 
 

表 4  本研究整體模式適配度結果 
適配度指標（形象廣告） 模式適配度 理想指標 

卡方值 469.54 

自由度 130 
卡方/自由度<5 

RMR 0.072 越接近 0 越好 

GFI 0.83 GFI>0.8 

AGFI 0.77 AGFI>0.8 

NNFI 0.77 越大越好 

適配度指標（負面廣告）   

卡方值 532.04 

自由度 130 
卡方/自由度<5 

RMR 0.077 越接近 0 越好 

GFI 0.80 GFI>0.8 

AGFI 0.74 AGFI>0.8 

NNFI 0.79 越大越好 

表 5  正面形象廣告模式各變數路徑間關係 

關係路徑 假設關係 路徑係數 T 值 研究假設是否成立 

廣告可信度        知覺品質 ＋ 0.78 8.24 成立 

廣告可信度        品牌形象 ＋ 0.44 4.42 成立 

知覺品質          投票意願 ＋ 0.82 5.88 成立 

品牌形象          投票意願   ＋ 0.17 1.99 成立 

廣告可信度        投票意願 ＋ 0.01 0.09 不成立 

表 6  負面形象攻擊廣告模式各變數路徑間關係 
關係路徑 假設關係 路徑係數 T 值 研究假設是否成立 

廣告可信度        知覺品質 ＋ 0.76 8.97 成立 

廣告可信度        品牌形象 ＋ 0.71 5.47 成立 

知覺品質          投票意願 ＋ 0.56 5.65 成立 

品牌形象          投票意願   ＋ 0.88 4.67 成立 

廣告可信度        投票意願 ＋ -0.34 -2.25 不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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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會間接藉由品牌態度來影響其購買意願。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都是對政治活動涉入程

度較低的學生，因此對競選廣告的態度便會正向的影響其候選人的知覺與想法，而間接的

影響到其投票意願。而在正面形象廣告方面，廣告可信度對於知覺品質的影響程度遠高於

品牌形象，且影響投票意願的程度也遠高於品牌形象。原因在於品牌形象是消費者對於某

品牌長久以來所累積的信譽與名聲的評價（李奇勳，2007），相同的候選人的品牌形象也需

要長時間的經營與累積才能獲得選民的認同。而在本研究中，受訪者僅透過候選人的學經

歷背景介紹以及一份推銷自己的形象廣告，並無法立即建立深刻的印象。因此在正面形象

廣告中，候選人的品牌形象對於投票意願的影響會遠低於知覺品質。至於負面形象攻擊廣

告方面，因為負面廣告的訊息在短時間之內被憶起且記憶的準確度比正面廣告還要強

（Newhagen and Reeves, 1991）。因此一個可信度較高的攻擊廣告便會產生較佳的預期效果

（張卿卿，2000）。而由表 5 的結果便可以發現，廣告可信度對於候選人的知覺品質與品牌

形象的影響程度差不多。至於候選人的品牌權益對選民的影響方面，結果發現品牌形象的

影響程度遠高於知覺品質，其原因在於負面廣告是以形象攻擊為主，因此受訪者會將焦點

集中在攻擊者與被攻擊者的形象比較，故品牌形象對於投票意願的影響會高於知覺品質的

影響。 

在本研究中，廣告可信度對投票意願的影響關係差異最大。正面形象廣告呈現正向不

顯著，但負面形象廣告卻呈現了負向顯著的情況。正面形象廣告是用來頌揚候選人的能力

與人格特質，並強調其為人民服務或解決問題的專業與擔當（張卿卿，2002b），以此來達

到形象強化、擴張或鞏固基本票源的目的。然而因為本研究所使用的是虛擬候選人，受訪

者並無法經由正面形象廣告來累積對候選人足夠的喜愛與支持度。因此由研究結果可以得

知，廣告可信度對於投意願雖呈現正向但不顯著的影響。而在負面廣告效果方面，過去的

研究發現，若選民暴露於負面攻擊廣告會讓選民產生政治疏離感（Johnson-Cartee & 
Copeland, 1991）。因此 Ansolabehere, Iyengar, Scimon, and Valention（1994）的研究便發現，

選民在觀看完負面攻擊廣告之後的投票意願有減低的現象。因此在使用負面文宣時必須非

常的小心以免造成擦槍走火，1997 年台中市長選舉國民黨籍的洪昭男因為「尿桶文宣」讓

原本垂手可得的市長寶座拱手讓給了民進黨的張溫鷹（彭渰雯，1998）。此外，負面文宣最

大的效果是在集客力而非銷售力，影響銷售的因素很多，候選人本身的條件、政黨因素、

選民的人際網絡等影響（鄭自隆，2004）。台灣在藍綠對決的氛圍之下，選民的政黨傾向更

是影響攻擊廣告效果的重要因素。因此對那些與被攻擊者有同一黨派傾向的選民，則負面

廣告較有可能產生預期的效益；相反的，對那些與攻擊者不同黨派的選民，則反彈效果就

容易發生（Faber, Tims, & Schmitt, 1990）。此外在本研究的兩份廣告中都有一句口號---「年

輕新市長 改革新希望 請支持民進黨提名市長候選人× × ×」，然而在負面廣告的樣本中約

有三成是支持泛藍，且在問卷發放的時候選民對於民進當失望的比率高達六成一，而該年

度的縣市長選舉民進黨僅拿下六席（周陽山，2005），由此可知在當時大部分的民意是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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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反對黨。在政黨立場不相同的情況之下，本研究之受測者便會對攻擊者產生負面的印

象。因此本研究結果便出現了與正面形象廣告不同的負向顯著。 

(三) 不同競選廣告類型對廣告贊助候選人品牌權益及投票意願影響之評估 

候選人提出之競選廣告，其效果如何，是否能將本身的優點傳達給選民以建立起良好

形象，及攻擊對手弱點以給予選民敵弱我強的觀感。在正面形象廣告方面，強調的是候選

人本身形象的建立及政見的訴求，故較能引起選民的認同及共鳴。而使用負面攻擊廣告，

就像是一把鋒利的雙面刃，一不小心不僅無法達成攻擊的效果，甚至會有反彈效果傷害到

自己。在本研究假設驗證的部分可以清楚發現，正負面廣告只要運用的恰當，都會對候選

人本身的品牌權益有所提升。而這兩種廣告類型，哪一種廣告對於提升廣告贊助候選人本

身的品牌權益助益較大，本研究將以 One-way ANOVA 及 T test 進行分析探討。ANOVA 研

究結果如表 7 所示。由表 7 可知，正負面廣告的確對於廣告贊助候選人之品牌權益影響程

度不同。而經由 T test（表 8）可以發現，正面形象廣告比負面攻擊廣告對於提升廣告贊助

候選人的品牌權益有較大的助益。正面形象廣告首要期望的是影響中間選民的投票傾向，

一個好的競選廣告，不管是正面或是負面廣告，所希望的不僅是鞏固本身的基本票源，更

希望可以打動中間選民引起他們的投票意願。而不同競選廣告策略除了影響候選人的品牌

權益之外，對選民的投票意願是否也有相同的影響效果。本研究也將以 One-way ANOVA
及 T test 進行分析探討。由表 9 顯示，正負面廣告的確對於廣告贊助候選人之投票意願影

響程度不同。而經由 T test（表 10）發現，正面形象廣告比負面攻擊廣告對於提升廣告贊

助候選人的投票意願有較大的助益。 

由以上結果可以得知，正面形象廣告較能提升候選人的品牌權益及投票意願。此結果

在 2000 年台灣總統大選得到了一個很好的實證。根據研究顯示（鈕則勳，2002），在三組

候選人的競選廣告中或多或少都對中間選民產生的一定的影響作用，扁陣營的正面形象競

選廣告得到最多中間選民的認同，其中以「陳水扁+李遠哲篇」對中立選選民的影響最大，

超過三成五（35.1%）的選民為這支廣告，而表示可能改變原來的投票意願，所謂的李遠哲

效應，在這次選舉結果也得到發酵。另一支「自己的子弟篇」也得到了兩成一的認同。而

在宋陣營方面，以主要政績為正面形象廣告訴求的「真實的呈現」對於中立選民的影響也

超過兩成，但攻擊性的「連老三出局篇」僅吸引一成多的共鳴。相較於其他兩陣營，連蕭

陣營的主要競選廣告是較以負面攻擊廣告為主，「錢、謊言、興票案篇」約一成六的選民受

影響，「我現在要出征」約一成五的中立選民受到影響。由以上可知，連蕭陣營因為都採取

負面攻擊廣告因此對於中間選民的影響效果並不大；反觀在扁陣營跟宋陣營，正面或攻守

兼具的廣告比負面廣告更能得到選民的認同（鈕則勳，2002）。此一結論也與本研究的結果

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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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不同廣告類型對廣告贊助候選人品牌權益影響研究結果 
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值 

組間 11.20 1 11.20 27.71** 
組內 196.52 486 0.404  
總和 207.73 487   

**p<0.05 

表 8  不同競選廣告類型對廣告贊助候選人品牌權益 T test 研究結果 
廣告類型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正面形象廣告 3.05 0.04 5.26** 
負面攻擊廣告 2.75 0.04  

**p<0.05 

表 9  不同廣告類型對選民投票意願影響研究結果 
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值 

組間 3.79 1 3.79 4.54** 
組內 406.01 486 0.83  
總和 409.81 487   

**p<0.05 

表 10  不同競選廣告類型對選民投票意願 T test 研究結果 
廣告類型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正面形象廣告 2.67 0.05 2.13** 
負面攻擊廣告 2.50 0.05  

**p<0.05 

 

故由以上結果可以得知，本研究假設六：正負面競選廣告對廣告贊助候選人的品牌權

益有不同的影響效果，此假設是成立的。本研究所有假設驗證之結果如表 11 所示。 

伍、研究發現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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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競選廣告影響模式之建立 

本研究提出的「競選廣告影響模式」（圖 1），共計有廣告可信度、廣告類型、品牌權

益（知覺品質及品牌權益）、投票意願等四個構面。而不管在正面形象廣告或是負面形象攻

擊廣告，整體模式都呈現高度的適配且構面之間的關係大多為顯著的正向關係，僅在正、

負面形象廣告的廣告可信度與投票意願之間呈現不顯著與負向顯著的關係，因此本模式可

做為未來有關政治廣告研究的一個參考模式。至於此兩種廣告的預期效果方面，因為本研

究所蒐集的樣本為大學生，且大部分之樣本均為中立選民（51%及 52%），而正面形象廣告

內容較多為候選人本身人格特質如經驗、能力、特質、誠實、領導能力等及政見或政績的

傳達，以強化與選民的同質性而增加選民對其正向的情感，因此會比攻擊性廣告比較會引

起中間選民的共鳴，甚至對基本盤產生固票的效果。研究結果顯示，正面形象廣告不管對

於候選人的品牌權益或是投票意願，都會比負面形象攻擊廣告的效果還要好。此研究結果

也驗證了，正面形象廣告不僅能發揮固票的作用，也能產生渲染效果影響到中立選民觀感

而得到實質上的支持，而不像負面攻擊廣告最多只能增強原來支持者的趨勢（鈕則勳，

2005）。 

二、廣告可信度對投票意願之影響 

在本研究中唯一與假設不符合的是廣告可信度與投票意願的關係。有學者對於政治廣

告是否能改變選民的投票決定一直存在著懷疑的態度（Atkin et al., 1973），也有學者認為政

治廣告會造成選民行模式的改變（Joslyn, 1981）。而在本研究的結果可以發現，在正面形象

廣告中廣告可信度與投票意願是不顯著的，亦即選民並不會因為候選人的形象廣告而改變

其投票意圖，此結果也符合過去文獻的結論。而在負面形象攻擊廣告方面，結果卻呈現了

負向顯著的關係，即產生了所謂的反彈效果，亦及傷害攻擊者的程度遠大於被攻擊者。 

負面廣告的目的是期望透過攻擊將對手標籤化、負面化甚至是妖魔化，進而使對手形

象受損、選票流失（鈕則勳，2005），且攻擊者藉此來拉抬自己的選情。雖然使用負面廣告

是無法計算的。故在進行負面廣告時必須非常的小心，因為可信度過低的負面攻擊廣告其

反彈效果就越大。因此在進行負面廣告時必須遵守以下幾個原則（鈕則勳，2005）：1.以「議

可以帶來許多效益，但若是攻擊主軸錯誤則對於廣告贊助候選人所帶來的負面影響效果卻

題」為焦點，藉攻擊廣告以建構出理性論辯的可能空間，避免人身攻擊。2.以「事實」為

基礎，增加論述的合理性及可信度。3.以「前瞻政策」之提出，避免無意義的口水論辯，

亦即在攻擊之後要提出自己對於該議題的規劃與改革的想法，以建立起選民的好印象。因

此若候選人可以提出一個以事實為基礎，且以公平、公正的角度客觀的來評判對手議題的

攻擊廣告，不僅可以增加選民對其能力的知覺態度，另一方面也可以藉由與對手弱點的比

較，而突顯本身的形象優點進而獲取選民的認同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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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本研究假設驗證之結果 
假設 關係路徑 假設關係 研究假設是否成立 

H1 廣告可信度 知覺品質 ＋ 成立 

H2 廣告可信度       品牌形象 ＋ 成立 

H3 知覺品質         投票意願 ＋ 成立 

H4 品牌形象         投票意願 ＋ 成立 

H5 廣告可信度       投票意願 ＋ 不成立 

H6 廣告類型有不同影響效果 － 成立 

 

三、不同競選廣告策略對於候選人品牌權益之影響 

選舉就像是一場激烈的百米賽跑，候選人如何在這麼短的競選時間內讓選民認同進而

產生投票意願，是各候選人所急需要思索的課題。除了本身的條件及能力外，候選人也需

要使用競選廣告讓他在短時間內增加選民的記憶度。競選廣告除了有鞏固基本票源的功能

外，也具備了催化的效果，讓對政治冷漠的人能激起他們對於政治的隱藏興趣。本研究中

的大學生樣本超過 50%都是中立選民，也就是超過一半的人對政治較為冷漠的。然而在年

輕人心中，該使用哪種廣告類型才會吸引他們，使他們對候選人有良好評價進而投下他們

神聖的一票。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結果發現，正面的形像廣告對於候選人的品牌權益有較大

的正向影響效果，亦即如文獻所建議正面廣告對於中間選民會有比較大的吸引力。在台灣

這幾年來由於政治的紛爭，藍綠之間不斷的惡鬥，每次選舉便有漫天的黑函、口水及負面

的抹黑攻擊廣告出現，導致政治選舉文化日益敗壞。在這樣疲勞轟炸之下，對於政治冷漠

及疏離的人越來越多，現在年輕一代情況更是嚴重，因此在這互相攻訐的時代，若能透過

正面形象廣告之製播，將能為台灣混亂的選舉文化帶來一股清流，多少會給予選民正面肯

定之感。而一般來說，運用正面廣告的時機有以下幾種情況（鈕則勳，2005）：(1) 開始塑

造候選人形象時，就是正面廣告最初的使用時機；(2) 當選戰進入中期或當形象建立已有初

步成果時，則候選人通常會開始宣傳政績或政見，企圖深入介紹候選人，讓選民進一步了

解或支持；(3) 當對手差距太遠不必用負面攻擊時，亦即運用領導品牌策略，在選戰中只強

化形象，不必特別著墨政見，不攻擊對手，對手的攻擊也不需要回應以免拉抬對手。 

而根據研究，選民對於負面攻擊性廣告的記憶較正面廣告來得深刻（Lang, 1991）。也

因為如此，負面廣告的使用在各國都是選舉時所不可或缺的政治行銷工具。然而使用負面

廣告的尺度及時機需要拿捏的很清楚，有幾分證據說幾分話，不能信口雌黃的胡亂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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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反而會讓自己的辛苦建立的形象一夕之間瓦解。因此，選擇一個好時機使用負面形象

廣告，在選戰策使用略上是一個重要的考量面向。而負面廣告最常使用的時機有以下幾個

狀況：(1) 在候選人處於落後的局勢；(2) 一個競選初期領先的候選人卻發生情勢急轉直下

的情況；(3) 而要挑戰現任者的候選人，此時若採取負面廣告也會有較好的效果。大致而言，

學者較為建議在選戰的中後半期使用負面廣告會較為合適，而且最好是在投票前一周讓對

手沒有充裕的時間反擊（洪雅惠，1998）。 

因此選擇負面廣告一定要深思熟慮，且要快、狠、準，若能在證據充分之下讓對手完

全無法反擊便達到了負面廣告的效益。不過使用負面廣告一定要遵守政治的倫理與道德，

要提供完整充分的訊息給選民，不能以欺騙混淆的方式來不公平的進行競選行為，如此會

傷害到整個民主的發展（彭芸，1992）。 

四、不同廣告策略對選民投票意願之影響 

競選廣告訊息可以使用不同的框架或組織來架構訊息，過去研究顯示，採用不同的框

架來呈現說服訊息時，會直接影響到訊息接收者對此建議行為或議題的態度（Meyerowitz & 
Chaiken, 1987）。競選廣告最常使用的訊息框架為正面形象及負面攻擊。正面形象廣告對於

候選人的投票意願之影響在許多文獻中都以獲得印證，然而，負面攻擊廣告對選民的效果

卻呈極大的差異。有一派學者認為，暴露於負面攻擊廣告讓選民對政治疏離且降低對政治

參與的意願（Pinkleton, 1998）；然而，卻有學者認為負面廣告可以有效提升選民對選舉的

熱誠，並間接的鼓勵其參與投票（Finkle & Geer, 1997）。因此廣告效果完全取決於廣告內

涵，若為無的放矢的情緒性的攻擊，則會造成選民對政治的失望進而失去投票的動機；而

若以事實為基礎攻擊對手的政見或過去表現，則會使選民有一個評估及比較的準則，反而

會增加選民的認同，如此便可以提高選民對於候選人投票的動機及意願。 

因此根據相關的研究結果顯示，議題攻擊較形象攻擊來得公平（Shapiro & Rieger, 
1992）。Roddy and Garramone（1988）以實驗的方式探討議題攻擊廣告與形象攻擊廣告的相

對效果，研究結果發現受試者較偏好議題攻擊式廣告，且若同一候選人使用議題式攻擊廣

告而非形象攻擊式廣告，受試者會對其人格特質的評價比較高。而採用形象攻擊式廣告會

比採用議題攻擊式廣告不利於廣告贊助者。因此使用負面廣告須考量；盡量以議題為攻擊

的焦點，不作人身攻擊；若要進行形象攻擊，要以事實為基礎以增加其可信度，不可信口

雌黃。若我國的選舉各黨各派都能以國家、民生議題為爭論及考量的因素，相信我國人民

的民主素養將會在更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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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結論建議與研究限制 

一、候選人品牌權益指標之建立 

依照社會心理學家的觀點，選民對候選人的評價與其個人特質有關，可能代表了對該

候選人有許多的正負面印象的累積。這些印象是由對現任者過去多年的表現，或是對挑戰

者及現任者在競選時，許多引起選民注意到候選人的片段情節所構成的（鄭夙芬等，2005），

這便是品牌權益的概念。因此，政黨在提名候選人時便須以候選人的品牌權益指標作為考

量的依據，本研究以選民為基礎發展出一套關於候選人品牌權益之衡量構面：對候選人的

知覺品質、候選人本身的品牌形象，每個構面都有其衡量的指標。現在許多政黨都有人頭

黨員的問題，故需要一套公平、公正、完整的指標作為其提名的依據。因此，這些指標便

可以作為政黨在進行不同公職人員選舉提名時的一個參考的標準，本研究建議在衡量候選

人品牌權益時，可使用「比較法」（Keller, 1993）進行，也就是在提名時針對該選區所有參

與初選者以此指標進行評估，計算出品牌權益的分數以作為提名的優先順序。至於品牌權

益水準分數的計算，本研究建議計算此兩個構面衡量項目的平均數，再將此兩構面的平均

數加總，變為此候選人的品牌權益指標。然而，因為各種公職選舉的類型不同，提名地區

需求不同，人選需求的面向也就不同，因此可以針對不同的需求給予構面不同的權重，以

更貼近該次選舉或是該地區的需求。 

候選人的特質或是條件就是行銷中的產品屬性，其越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越能解決消

費者各方面的問題，則該產品就越受消費者喜愛，相對的，候選人要贏得選民的支持，就

是要擁有更多能滿足選民需求的特質或條件（李錦河、溫敏杰，1998）。由本研究可以發現，

在選民意識不斷抬頭且對政治越來越冷漠之際，要喚醒選民的熱情讓他能再次的投出對他

的政治信任感，就必須要推出令人眼睛為之一亮的優質候選人，且以公平、公正、公開的

競選手段，建立屬於自己良好的品牌權益，且以事實為基礎下適時的在對手的議題弱點上

給予迎頭痛擊，如此才可以在激烈的選戰中脫穎而出以取得最後的優勝。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為經費上的限制，因此所抽樣的樣本僅以北區數所大學學生為主，因此研究

結果的外部效度較差。建議後續研究可以隨機抽樣或是分區抽樣的方式，且以一般的選民

為研究對象，如此便可增加研究的概化能力，而提升研究結果的外部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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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收斂效度 

 題項 T 值(正面廣告) T 值(負面廣告) 

我認為此廣告是公正的 ◆ ◆ 

我認為此廣告是公平的 7.22* 9.20* 

我認為此廣告是可相信的 9.18* 9.90* 

我覺得這篇廣告的說服論點很強 8.53* 9.90* 

我覺得這篇廣告的說服論點很有邏輯性 7.62* 9.44* 

我覺得這篇廣告的說服論點是有事實證明的 7.66* 8.96* 

我覺得這篇廣告的消息來源具有可信度的 8.86* 9.19* 

廣
告
可
信
度 

我覺得這篇廣告對於提供選選人的資訊是足

夠的 
6.94* 8.11* 

我認為這位候選人是可靠的 ◆ ◆ 

我認為這位候選人的服務品質會是很好的 12.43* 14.91* 

我認為這位候選人的能力是很好的 10.56* 11.55* 

知
覺
品
質 

我認為這位候選人的整體問政品質是良好的 11.08* 11.77* 

我認為這位候選人的品德操守是良好的 ◆ ◆ 

我認為這位候選人是很清廉的 4.76* 6.40* 
形
象
品
牌 這位候選人給我很舒服的感覺 4.85* 5.57* 

這位候選人對我是很有吸引力的 ◆ ◆ 

如果我想去投票，我會考慮投給這位候選人 8.60* 10.82* 
投
票
意
願 

若我親戚朋友想投票，我會推薦他投給這位

候選人 
9.53* 10.42* 

註： 

1. ◆表示該參數在起始參數估計時被固定為 1.0 

2. * 表示 P 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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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區別效度 

 正面廣告 

 廣告可信度 知覺品質 品牌形象 投票意願 

廣告可信度     
知覺品質 (0.202~0,398)    
品牌形象 (0.071~0.128) (0.119~0.388)   
投票意願 (0.192~0.388) (0.222~0.418) (0.242~0.476)  

 負面廣告 

 廣告可信度 知覺品質 品牌形象 投票意願 

廣告可信度     
知覺品質 (0.201~0.348)    
品牌形象 (0.101~0.258) (0.119~0.388)   
投票意願 (0.192~0.388) (0.372~0.607) (0.242~o.477)  

 

 

 

 

 

 

 

 

 


